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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保障

韩　 旭

　 　 内容提要: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在性质上系不同于辩护权的独立诉讼权利,属于被告人

听审权的内容,既要求被告人能进行充分的陈述,也要求裁判者能认真听取其陈述意见,
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回应。 最后陈述的核心功能是对法官提出裁判请求,进而影响裁判

结论的形成。 被告人陈述从证据法意义上观察,表现为被告人悔罪陈述、无罪或罪轻辩解

和域外品格证据三种,具有一定的证据法意义。 我国被告人最后陈述实践中形式化色彩

浓厚,法官对其价值重视不够,限制陈述内容、陈述时间和陈述方式的情况很常见,裁判文

书中也基本不涉及最后陈述内容。 域外被告人最后陈述存在三种模式:一是被告人独立

陈述模式;二是辩护人与被告人陈述模式;三是检察官、辩护人和被告人平等享有最后

陈述权模式。 鉴于我国审判实践中被告人最后陈述内容大多属于辩护范畴,建议第四

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将其归入法庭辩论程序,以确保在法庭辩论终结前被告人有最后陈

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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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无论是适用普通程序还是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立法上均对被告人的最后陈述

权予以保障。 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双方都对该项权利重视

不够。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事关审判程序的公正性,是被告人法定诉讼权利之一,甚至是基

本的诉讼权利。 如果这一权利得不到重视和保障,不仅有违程序正义,而且可能损害实体

公正。 作为被告人在法庭上最后表达的机会,其所表达的信息对案件的实体裁判具有重

要意义。 遗憾的是,审判实践中许多法院并未将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作为一项不可克减的

权利看待,更未上升到程序公正角度加以保障。
  

从制度层面考察,我国 2018 年《刑事诉讼法》第 198 条第 3 款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

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最后陈述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独立的诉

讼阶段,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备受重视,无论是 1979 年刑事诉讼法制定,还是 1996 年、
2012 年、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都保留了这个阶段。 然而,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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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落与立法上的高度重视形成鲜明对比。 学界近年来对辩护权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
有关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研究成果不仅寥寥,而且理论深度不足,难见有系统性的深入研

究。 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未解决,例如最后陈述权是被告人一项独立的诉讼权利还是附

属于辩护权等。 最后陈述内容不在裁判文书中体现,很多时候也不会对裁判结论产生实

质性影响,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被告人还是法官对最后陈述权均重视不够,被告人

放弃最后陈述权或者“一句话陈述”较为常见;法官对最后陈述权保障不足,任意打断被

告人最后陈述或者要求被告人以书面陈述代替当庭口头陈述的事例时有发生。 因此有必

要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推动学界和人民法院对该

问题的重视,促使实践中人民法院能够充分保障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以实现被告人人权的

刑事司法保护。

一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性质
  

对于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性质,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其属于被告人辩护权或者准辩护

权范畴。〔 1 〕 这可能与实践中被告人最后陈述时大多是为自己辩护有关。 尽管不少被告

人是“忏悔式”的陈述,但仍可认为是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的酌定从轻情节。 域外国

家如德国、日本均是在法庭辩论阶段规定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因此最后陈述的辩护属

性较为突出。 故此我国不少学者认为最后陈述权属于辩护权范畴。 对该项权利性质的认

识事关实践中具体的行使状况。 如果认为其系辩护权的附属,那么法庭辩论环节是辩护

权行使的集中阶段,被告人在法庭辩论时“该说的已经说了”,最后陈述时再进行辩护或

者重复之前的内容似没有太大的必要。 如果作为被告人一项独立的诉讼权利,那么因其

之前并未行使过,该项权利具有新的功能,且权利的行使与裁判结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

系,保障其充分行使则理所当然,实践中无论是被告人还是法官均会较为重视该权利的有

效行使。
  

本文认为,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是一项独立的与辩护权并列的诉讼权利。 理由如下:一
是附属辩护权的基础不存在。 辩护的前提是存在控诉,但是被告人最后陈述并非以控诉

为前提,也不需要公诉人的回应。 因此,辩护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 二是最后陈述的终结

性功能与辩护功能不同。 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可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忏悔,并对被害

人表示歉意和同情,表示承担赔偿和弥补损失,也可能对自己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进行剖

析。 因此,其具有一定的法庭教育功能。 虽然辩护有时也有上述内容,但主要还是为了减

轻自己的罪责,具有抵消控诉的功能。 两者虽有交叉,但最后陈述具有终结性,之前辩护

中已经表达的内容,在最后陈述中若再次提及则可能被打断。 三是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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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张进德:《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探析》,《人民检察》2003 年第 8 期,第 16 页;欧卫安:《最后陈述权论》,《法律

适用》1997 年第 6 期,第 20 页;朱耀:《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实证研究———以中国法院网直播的 50 个案件为素

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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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并非辩护内容。 被告人在最后陈述时除了可能认罪悔罪外,还有少数在最后陈述时表

示“希望法庭对我从重处罚”。 辩护均是以从轻、减轻、免除等从宽处罚或者无罪请求为

内容。 被告人要求法庭从重、从严处罚,显然不属于辩护的范畴。 四是最后陈述的基础与

辩护的基础不同。 事实辩护是建立在案卷材料基础上,以控方证据链中的矛盾和薄弱环

节为攻击对象,表现为反驳、揭露和论理,而最后陈述中虽然也会涉及事实、证据问题,但
总体上最后陈述是建立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基础上,实践中被告人大多是表达庭审感

言或者请求法庭进行从宽处罚,事实证据问题已经不是最后陈述的重点。 这也决定了最

后陈述与辩护具有本质的区别。 有学者认为,最后陈述权属于听审权的范畴,包括请求表

达权和请求注意权。 请求表达权,指被告就审判中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应享有充分表达的

机会。 请求注意权,是指对被告的表述及表达,法官负有详加注意之义务。 法官既然应该

注意、照顾并理会被告到底表达了什么,当然也应该在判决理由中交代为何采信或不采信

被告所言,否则无从检验法官到底有无尽其注意义务。〔 2 〕

(二)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特点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具有不同于辩护权的六大特点:一是最后性。 这表现为最后陈述

权是被告人在一个完整的法庭审理中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因为最后陈述权之后的程

序是合议庭进行秘密评议。 如果其错过了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本次庭审乃至某一审判

阶段将永远无法在裁判者面前进行陈述。 因此,被告人尽可能将“要讲的话”利用这一机

会表达出来。 德国学者将被告人最后陈述称之为“致闭幕词”,〔 3 〕 也彰显其具有最后性

特点。 二是独立性。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设置情况看,最后陈述系与法庭调查、法庭辩

论、合议庭评议等诉讼程序并列的诉讼阶段,这与域外某些国家将其置于“法庭辩论”阶

段有很大不同。 正是由于其具有独立性,应凸显其程序的独立价值,不可漠然视之。 三是

综合性。 最后陈述阶段,被告人既可以发表庭审感言,也可以对法庭裁判提出请求,还可

以就量刑和法律适用表达个人看法,当然也可以就自己犯罪的动机、原因、家庭背景和个

人成长经历进行讲述,更可以就本案的事实、证据发表意见。 四是不可替代性。 最后陈述

权的行使主体和行使方式具有不可替代性。 权利主体是被告人,尽管其法律知识和语言

表达能力均不及辩护律师,但仍不能由辩护律师所代替。 因为律师仅是法律方面的专家,
对事实问题并无优势,当事人是事实问题最好的辩护者。〔 4 〕 在行使方式上,最后陈述应

当以口头这一直接形式表现出来,不能采用提交书面陈述的间接方式实现。 因为,最后陈

述权中包含请求注意权,只有采取直接言词方式才能引起裁判者的注意。 五是不可克减

性。 尽管我国的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均对审理程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但均保留了

“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这一诉讼程序。 域外国家,无论是以对抗制为代表的美英国家还

是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代表德国和法国,抑或程序转型的意大利、日本等,均保留了被告

人最后陈述机会,以法律形式赋予或者认可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权利。 因此,这是一项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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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减的权利。 德国甚至通过判例确立了一项原则:如果重新开始审判,仍应保留被告人最

后陈述权。〔 5 〕 六是终局性。 被告人最后陈述内容可能与法庭调查阶段和法庭辩论阶段

的陈述内容或者发表的意见不同,甚至是推翻或者否定之前的陈述。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因为刑事诉讼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最后陈述具有终局性。 当此前被告人陈述内容与最

后陈述不一致时,应当以最后陈述内容为准,这在判定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问题上具有证

据法意义。

(三)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功能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是一种有别于辩护权的独立权利,具有不同于辩护权的功能,概括

起来有五种基本功能:一是意见补充。 通常在最后陈述中,被告人只能发表新的意见,之
前已经陈述过的意见往往不被庭审主持者允许再次表达。 这就使得最后陈述具有补充发

言的性质,被告人借此机会可以发表新的意见或者观点,甚至提出新的事实问题,以利于

法庭全面斟酌,作出合适判决。 二是程序启动。 如果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的内容涉及事

实和证据问题,并可能影响事实查明和裁判结论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如果涉及辩护内

容,并可能影响裁判形成的,应当恢复法庭辩论。 这一功能是人民法院防范司法冤错、实
现案件实体公正的前提。 三是态度确认。 被告人在审前程序和最后陈述之前的审判程序

中已经认罪认罚,也有可能在最后陈述中声称自己无罪,否定之前的认罪认罚。 此时最后

陈述便具有态度确认的功能,法院据此可以确认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进而准确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 或者相反,被告人之前否认有罪,作无罪辩护,但在最后陈述中又表示悔

过,请求法庭从轻处罚,对此也应认定其认罪认罚。 四是强调要旨。 最后陈述中必要的重

复仍不显得多余。 利用最后陈述机会,被告人概括辩护要点,以此取得合议庭对辩护观点

的注意和重视。 虽然如此陈述具有重复之嫌,但是被告人意在强调辩护观点,以求获得有

利判决,也是最后陈述的功能所在。 五是影响裁判。 无论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新的

补充意见还是当庭表示认同,抑或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实施犯罪的动机,均可能对裁判

产生影响。 “受审人的最后陈述作为维护其权利的重要保障之一,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法

庭正确评定受审人个人进而评定受审人的所作所为和对其进行合法的、根据充分的和公

正的量刑意义重大。” 〔 6 〕 如果最后陈述不能对裁判结论产生影响,该陈述将失去意义。 域

外的经验证明,被告人的命运可能取决于最后陈述的质量,如果想向法官传达自己的感

受,应该是有一定长度的陈述。〔 7 〕 上述五项功能不是辩护能完全涵盖的,所以应当重视

最后陈述的独立价值和独特功能。 一个人在对自己的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判决制作以前,
如果不能向法庭陈述意见,对法官进行说服活动,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 这种感觉源

于他的权益受到了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了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

到了贬损。〔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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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行使现状的考察
  

笔者随机调取了 2017 至 2023 年中国庭审公开网上公布的 96 件庭审录像(一审案件

85 件,二审案件 9 件,再审案件 2 件),其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各选取了 32
件,对公诉刑事案件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样态进行分析。

(一)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及陈述时间
  

实践中,被告人对最后陈述的积极性不高,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放弃最后陈述

权利的占总样本的 31. 3%,表示“没有什么话要说”。 其二,最后陈述表现为“求情感言”
的比重高达 58. 3%,有 56 名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表现为悔罪、对被害人忏悔道歉、家庭

情况特殊、日常表现较好及对社会有一定贡献从而求情减轻处罚等庭后感言式的非事实

性陈述。 这说明我国大部分被告人对最后陈述的功能性质并没有准确的认识,最后陈述

演变成向审判者忏悔、祈求怜悯,但这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法官的判决。 样本案例中仅有

10 名被告人陈述的内容涉及程序异议、罪名性质,占比 10. 4%。 例如在田某骗取出口退

税罪案中,〔 9 〕 被告人详细阐述了认罪口供的形成过程,并指控公安机关获取口供的程序

违法。 其余绝大多数被告人的表述内容很少产生法律效果,表现为一味地坚持指控罪名

不成立,但无法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对定罪量刑几乎没有影响。 但在被告人行使了最后

陈述权的 66 件样本案例中,被告人作最后陈述时间最长时间为 10 分钟,平均陈述时间为

2. 3 分钟,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样本中有 33 名被告人发表最后陈述的时间不超过 1 分

钟,占样本总量的 34. 4%,有相当一部分被告人不重视最后陈述权的行使,他们通常以

“认识到错误”“希望从轻处理”等一两句话就结束最后陈述,被告人难以通过最后陈述环

节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 此外,有 25 名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时间在 2 至 5 分钟之间,占样

本总量的 26. 0%,多表现为哭诉、道歉、求情、忏悔。 另虽有 8 名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时间超

过了 5 分钟,有较大篇幅的陈述,但依旧停留于求情陈述。 这说明我国大部分被告人不了

解最后陈述的意义,难以组织有逻辑性的发言内容。 被告人最后陈述时间短也与法官限

制陈述内容有关。 涉及事实、证据和法律意见的内容,法官一般不允许被告人陈述。 因

此,陈述时间必然大幅缩短。

(二)不同类型案件中的被告人最后陈述
  

在 96 件样本中,有 9 名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其中有 1 人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权利。 在

魏某合同诈骗罪案中,〔10〕 被告人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对事实、数额、性质均提出异

议,表示不认罪,但在最后环节却放弃陈述,没有抓住机会说明不认罪的理由,这是由于被

告人混淆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环节的功能,将本应在最后陈述阶段

发表的内容在辩论阶段已经发表完毕,造成最后陈述阶段无话可说。 另外 8 名被告人在

最后陈述环节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并希望法庭能够公正审判,但大部分被告人难以提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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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结局具有实质意义的事实、证据或者影响法庭评价的观点。
  

除 9 件作无罪辩护的样本案例外,剩余 87 件样本中的被告人均在庭前或当庭表示认

罪认罚。 在普通程序中,放弃最后陈述的被告人有 10 人,占比 17. 5%;发表悔罪感言的被

告人高达 79%,有 45 名被告人进行悔罪求情,但“一句话陈述”较多,表现为表达自己的

悔改意愿;还有 2 名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对指控数额提出异议,并展开了事实性陈述。 在简

易程序中,有 11 名被告人放弃最后陈述,占比高达 68. 8%;5 名被告人发表悔罪式的“一

句话陈述”,没有一个被告人发表事实性陈述。 在速裁程序中,有 8 名被告人放弃最后陈

述,占比高达 57. 1%;6 名被告人发表悔罪求情感言,没有人发表事实性陈述。
  

由此可见,与普通程序相比,被告人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放弃最后陈述的比例更

高,均超过了 50%。 一方面是因为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被告人对于定罪量刑不存在争议,且刑罚上的从宽幅度已经在《认罪认罚具结

书》上载明,是否发表最后陈述对于法官量刑几无影响。 尤其是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案

件,被告人最后陈述结束后,法官就直接进行宣判,并未留有过多的思考时间,即使被告人

进行了充分的事实性最后陈述,也很难动摇法官早已形成的“心证”,因而最后陈述不会

受到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重视。 另一方面,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核心价值在于追求

效率,即使立法保留了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权利,但由于庭审的进程过快、诉讼程序的大量

省略,使得法官并不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 为避免庭审效率降低,法官可能不会对放

弃最后陈述的被告人进行指导与释明,最后陈述环节的形式化色彩异常浓重,被告人和法

官对于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行使均没有较高积极性。
  

与普通程序相比,“一句话陈述”更多出现在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中,陈述的内容主

要是认罪悔罪。 样本中,刑事简易庭审、刑事速裁庭审平均对每个被告人所用庭审时间为

13. 1 分钟,最长时间为 27 分钟,最短时间为 5 分钟,法庭需要在相当短暂的时间内宣布

法庭纪律等程序性事项、介绍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听取公诉人、辩护人的意见、审查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自愿性和真实性等。 由此可以推断出,即使被告人没有放弃最后陈述

权利,在如此短暂的庭审时间内也难以保证其陈述的充分性和实质性。
此外,样本案例中还有 3 件为单位犯罪案件,但由于在单位犯罪中,法定代表人、实际

控制人常常被指控为单位犯罪直接责任人员,也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出庭的诉讼代表人

多为单位的职员。 公司职员对于犯罪事实的了解程度不够,很难在最后陈述阶段发表实

质性的内容,故而大部分诉讼代表人会选择放弃最后陈述。

(三)法庭对待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态度
  

在样本案例中,有 16 件案件中的审判长对被告人最后陈述进行了释明,占样本总量

的 17. 2%,比例较低。 法律并未规定被告人最后陈述在个案中如何进行,法官对此有着不

同的认识。 有的法官认为被告人最后陈述应表明对指控事实、案件如何处理的想法;有的

法官则认为不应涉及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还有的法官认为最后陈述应包括其接受审判

的感想。 部分法官认为被告人最后陈述不应涉及案件事实部分,通常将其看作庭审的程

序性事项,没有充分领会我国确立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立法初衷。 如果法官对最后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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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存在认知偏差,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利的行使就会更加消极和混乱。 样本中有 6 个案

件的审判长打断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其中一件是因为被告人陈述时间长,审判长要求作

简明的陈述,另一件是被告人宣读书面陈述意见的时间较长,审判长要求其庭后提交书面

陈述意见。 其余 4 件是由于审判长认为被告人最后陈述应阐述对案件处理的请求,不应

涉及案件事实部分,认为最后陈述并非法庭辩论和质证环节,案件事实部分在质证和辩论

环节均已听取过被告人意见,无需再次阐述。 打断被告人最后陈述的行为也体现了法庭

对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所有的 96 件样本中,没有一件因被告人的最后陈述而恢复法庭调查或者法庭辩

论,说明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在实践中并未对法庭程序产生影响。 恢复法庭调查和法庭辩

论多是因补充侦查出现了新证据而发生。 最后陈述如果不涉及新的事实和证据问题,并
不会引起恢复法庭调查和辩论的诉讼效果,而检索结果表明被告人最后陈述多是认罪悔

罪的忏悔或者请求法庭从宽处理的意志表达。
  

在检索到的被告人以剥夺或者限制最后陈述权为由上诉的 9 个案例中,有 5 例二审

判决认为一审程序充分保障了被告人诉讼权利,程序合法;另有 1 例虽认为一审庭审时剥

夺了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但并不足以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因而不属于应当裁定撤销原

判,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 二审法院奉行的裁判理念并非“违法即无效”,而是是否“足以

影响案件公正审判”。 可见,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剥夺和限制被告人最后陈述权问题重

视不足。
  

通过对样本案件的考察发现,被告人行使最后陈述权的现状不容乐观。 随意弃权、求
情式或者忏悔式的“一句话陈述”占据绝大多数,最后陈述对裁判结论的作出难以产生实

质性影响,法官随意打断陈述或者限定陈述时间的情况比较普遍。 质言之,司法实践中被

告人最后陈述权流于形式的问题比较突出。

三　 实践中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形式化的弊害及其原因分析

(一)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形式化的弊害

1. 不利于法院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
  

如果允许被告人自由充分地陈述,他(她)可能提出新的事实、证据和法律意见,这些

会导致恢复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从而对被告人作出正确的裁

判。 如果被告人陈述草草了之,则不可能对证据进行陈述或发表新的辩护意见,或者其最

后陈述内容根本不受重视,难以引起裁判者注意,最后陈述的功能必然大打折扣。 最后陈

述权是一项不同于辩护权的独立权利,也具有不同于辩护权的功能。 无论从保障被告人

完整诉讼权利角度还是获得公正审判权的角度,均应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所具有的保

障实体公正的功能。 尤其是在当前二审刑事案件普遍不开庭审理的情况下,被告人的最

后陈述权被克减,使得二审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由于法官智慧和能力的有限性,欲求

得一个绝对公正判决往往无法实现。 只要判决正当合理,能够为被告人和社会公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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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相对公正合理即可。〔11〕 而为被告人所接受的判决,通常是其诉讼权利得到保障,尤其

是最后陈述权得到充分行使的判决。 保证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充分行使,既可以限制法

官之恣意,也可以从“讨论的理由充分性”角度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2. 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降低
  

程序具有吸纳不满的功能。 “感受公平待遇会让人有义务服从的感受,还会使他们

认为这些裁决与他们的道德观是一致的。” 〔12〕 戈尔丁在“自然正义”中提出法官在制作裁

判时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这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在他看来,公平能够促进争议

的真正解决,而不是简单了结;同时,还可以确保诉讼各方对整个司法审判制度产生信

任。〔13〕 既然要听取当事人陈述,当然需要听取被告人陈述。 被告人能否充分进行最后陈

述,是衡量其程序参与度的重要标志。 如果动辄打断被告人陈述,那么其程序参与度将大

大降低。 被告人也难以从审判中感受到公正。 当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受限时,无论最终

判决结果如何,其对裁判结论的认可度会降低,由此引发的上诉、申诉也在所难免。 被告

人最后陈述权乃是被告人所应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无论美国学者萨默斯 ( Robert
 

S. Summers)还是贝勒斯(Michael
 

D. Bayles)均将“参与”作为程序正义的基本要素。 只有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得到充分行使,才能保证审判程序得到社会公众最大限度的价值认同,
使得裁判结果连同审判过程获得公信力。〔14〕

3. 加剧被告人诉讼客体地位
  

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是否享有主体地位,与其是否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能否进行自

由和充分地陈述密切相关。 如果认为被告人只是被讯问的对象,不能通过陈述对裁判结

论的形成施加积极影响,那么他(她)只能沦为诉讼客体,被动接受公权力的讯问,消极承

受施加的各项义务和制裁。 如果认为被告人不仅是侦讯的对象,而是与司法人员进行理

性对话的程序主体,那么就应当保障其最后陈述权。 只有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才能实现真正的控辩对抗,防止刑事诉讼“一面倒”的态势出现。

(二)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形式化的原因分析

第一,被告人对最后陈述权的功能缺乏正确认知。 囿于被告人法律知识的局限,大多

数被告人认为最后陈述权行使与否或者行使状况对裁判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因此出现

怠于行使的局面。 不少被告人错误以为最后陈述内容不涉及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和程序

异议问题,所以大多是忏悔、道歉,或者向法庭提出从宽处理的请求。 被告人权利意识淡

薄,不知如何行使该权利或者认为行使的作用不大而怠于行使该权利。 最后陈述权中的

意见补充功能和程序启动功能均因被告人放弃权利行使或者陈述内容太过简单,而无法

对裁判结论产生影响,也无法使诉讼程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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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墩铭著:《刑事审判程序》,我国台湾地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2 年版,第 436 页。
[美]Tom

 

Tyler:《美国的守法:法律程序公正与公平观念》,https: / / repository. globethics. net / bitstream / handle / 20.
500. 12424 / 179056 / Fairness_of_Legal_Proceedings_and_the_concept_of_equity. pdf? sequence = 1,最近访问时间

[2023-07-24]。
参见[美]马丁·P. 戈尔丁著:《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240 页以下。
参见陈瑞华著:《程序正义理论》(第二版),商务印书馆 2022 年版,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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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官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性质存在错误认识。 不少法官认为被告人最后陈

述权属于辩护权的范畴。 既然属于辩护权,那么在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经

行使了辩护权,“该说的话在辩论阶段已经说过了”,因此,就没有必要在最后陈述阶段重

复发言。 关于最后陈述,法官最常用的话语是,“你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 对法庭有

什么要求? 可以在这个时候说出来,这就是最后陈述的内容。”一些法官人为限定陈述的

范围,进一步导致实践中被告人最后陈述中较少涉及事实证据和程序问题。
第三,庭审尚未实现实质化。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属于法庭审理的一环,在我国刑事庭

审尚未实现“实质化”背景下,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也不可能“实质化”。 法院裁判文书中尚

未见有关最后陈述内容的表述和采纳与否的分析。 陈述与否和陈述什么内容,对法院裁

判并不能产生实质性效用。
第四,最后陈述规则的缺失。 最后陈述规则至少包括:陈述的内容、陈述的方式、法官

的指导和引导、律师的帮助和违规的制止等。 但是,这些规则无论是在我国《刑事诉讼

法》中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均未规定。
有关最后陈述的内容,刑诉法仅有一个比较简约的法条。 如此一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

大,且不受制约,实践中就出现了不少法官随意打断被告人陈述的情形。
第五,被告人陈述内容通常不具有证据效力。 被告人陈述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诉讼阶

段或者程序事项,很少将其上升到证据角度进行认识。 其实,被告人最后陈述,大多数时

候要么表现为“被告人对自己品行和一贯表现良好的陈述”,要么表现为“认罪悔罪、赔礼

道歉”。 前者系品格证据,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告人提出良好的品格证据往往具有可采性。
我国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自己一贯品行良好,虽然不会作为诉讼证据使用,但是也可

以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大小,类似英美法系国家的品格证据。 若被告人当庭

忏悔或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也会作为量刑证据看待。 在笔者看来,如果被告人在法庭

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的陈述内容与最后陈述不一致,应该以最后陈述内容为准,将其作为

认定案件事实和认罪悔罪的根据。

四　 域外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域外被告人最后陈述有被告人独立陈述模式、辩护人和被告人共同陈述模式和检察

官、辩护人、被告人平等陈述模式三种形态。 三种不同模式的选择乃各国刑事诉讼结构、
控辩平等理论是否贯彻和对被告人诉讼权利重视程度等因素所决定。

(一)被告人独立陈述模式
  

采被告人独立陈述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有俄罗斯、葡萄牙和我国台湾地区及澳门地区。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 (Уголов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第 293 条第 1 款规定:“在控辩双方的辩论结束后,审判长应让受审人作最后陈述。 在受

审人进行最后陈述时,不允许向他提出任何问题。”俄罗斯受审人最后陈述是与法庭调

查、法庭辩论并列的独立程序,这与我国的程序设置具有相似性。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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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第 290 条规定:“审判长于宣示辩论终结前,最后应询问被告有无陈述。”由此可见,
在我国台湾地区,被告人最后陈述隶属于法庭辩论环节,而非一个独立的程序。 我国澳门

地区《刑事诉讼法》也是采用被告人独立陈述模式。 在各方口头陈述完结后,由被告人作

最后声明。 主持审判的法官询问被告人是否还有为自己辩护的其他事情陈述,并听取被

告人为其辩护利益而声明的一切内容。 这一阶段是被告人最后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法律

没有对声明内容、时间作出限制,是为了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15〕 虽然上述国家和

地区均将最后陈述权赋予被告人独立行使,但是除俄罗斯外,均将其作为辩护权予以保

障。 这与我国最后陈述权独立于法庭辩论的程序分设迥然不同。

(二)辩护人和被告人陈述共同行使模式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 293 条在“辩论”条款中规定,“在证据调查完毕后,检察官应当

对事实及法律的适用陈述意见;被告人及辩护人可以陈述意见。”日本最高法院《刑事诉

讼规则》第 211 条规定:“法院应当向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供最后陈述的机会。”通常,辩
护人最终辩护意见发表之后,审判长传唤被告人到发言席,询问:“庭审到此结束,最后你

有想说的吗?”通常被告人会简短地对被害人表示道歉或者表示悔恨,希望受到宽大处

理。 此后,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陪审员进入评议。 日本比较有特色的是被告人在最后陈

述时是站在面向审判台的发言席位置上。 这一细节反映了日本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保

障和重视,一方面被告人行使权利并非接受审判的义务,另一方面可以保障裁判者能够准

确听到被告人陈述内容,同时也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精密司法”的特性。 行使权利与履

行义务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两个不同位置(庭审阶段的陈述位置和最后陈述位置)对被告

人陈述的要求也有较大不同。 《韩国刑事诉讼法》( )第 303 条规定:
“裁判长听取检察官意见后,应当给予被告人和辩护人陈述最终意见的机会。”对于重罪

案件,《法国刑事诉讼法典》(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第 346 条第 3 款规定:“允许民事当

事人及检察官进行反驳,但被告人及其律师始终有权作最后陈述。”对于轻罪上诉案件,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513 条第 4 款规定:“被告人及其律师始终可作最后陈述。”需要

注意的是,法国的被告人最后陈述附设在法庭辩论程序中。

(三)检察官和辩护人、被告人各自陈述模式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Strafprozessordnung)第 258 条规定了法庭调查结束之后的总结

发言,无论是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附加诉讼人、自诉人,还是作为辩护方的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都有权进行总结发言,阐述其意见和申请。 总结发言的顺序也不是强制的,主审法

官可以适度调整发言顺序。 在总结发言阶段,检察官有辩驳权,被告人有最后陈述权。〔16〕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 (Codice
 

di
 

Procedura
 

Penale)在第二章“法庭审理”下对“最后陈

述”专门规定一节,与之前的“法庭调查”和“新的指控通知”并列。 可见,最后陈述是法庭

审理一项独立的程序。 此外,英美法系国家和承继英美法诉讼构造的国家采取“平等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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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元轶著:《澳门刑事法学论》,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5 页。
参见林钰雄、王士帆、连孟琦著:《德国刑事诉讼法注释书》,我国台湾地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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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模式,体现了法庭上的控辩平等,乃当事人诉讼结构的体现。 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

规则》(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 30 条“陪审团指示”条款中规定,“应当为当

事人提供在陪审团结束听证时提出异议的机会”。 第 32 条“课刑与判决”条款中“发言机

会”规定,“在课刑前,法庭应当:给予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代表被告人发言的机会;告知被

告人本人以允许其发言或提交任何减轻量刑的信息;以及给予政府检察官与被告人律师

同等的发言机会。”《加拿大刑法典》 (The
 

Criminal
 

Code
 

of
 

Canada)第 651 条规定:“辩方

证人未被询问的,被告人或者其律师有权最后向陪审团陈述,否则控方律师有权最后向陪

审团作陈述。”该法第 723 条第(3)款规定:“在量刑前,法庭应当向检察官和犯罪人提供

就与刑罚有关的事实发表意见的机会。” 《瑞士刑事程序法典》 ( Schweizerische
 

Strafproz-
essordnung)第 346 条第 1 款规定:“一旦结束证据调查程序,当事人应当提交并说明其请

求,当事人应当按照以下顺序提交意见:a. 公诉人;……d. 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

(四)对我国的启示
  

被告人最后陈述机会的立法规定各不相同,但是保障被告人该项权利的实现则是各

国共同的选择。 通过对域外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模式的比较研究总结以下五个方面的特

点,对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从上述三种被告人最后陈述模式的域外比较可以看出:一国的刑事诉讼构造直

接影响法庭审理中被告人陈述的方式。 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的美国、意大利等国

家,由于检察官被看作当事人一方,为贯彻控辩平等原则,当然也会赋予检察官最后陈述

权。 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加注重律师的法律帮助权,因此法国规定“被告人和其律师均可

作最后陈述”。 而在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鉴于检察官与辩护方之间存在实

质性的不平等,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格局,仅赋予被告人或者以被告人和辩护人为代表的

辩护方享有最后陈述权。 我国的被告人独立陈述模式是职权主义诉讼构造的产物,在向

当事人主义迈进过程中,当事人陈述模式也应随之发生变化,适度的当事人化和陈述的实

质化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我国 1979 年刑事诉讼法即规定了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虽刑诉法几经修改,但
最后陈述权的体例和规定均未发生变化。 我国的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模式,与苏联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一脉相承。 原因无他,我国 1979 年刑诉法是以苏联刑事诉讼法为样本制定而

成。 “1979 年《刑事诉讼法》仿造的对象是 1960 年《苏俄刑事诉讼法》 (以及 1923 年修订

前的版本),不论是立法任务、结构框架,还是制度设计、语言风格,前者都与后者非常相

似。”1979 年刑事诉讼法有法典之名,却无法典编纂之实,是一部“急就章”。〔17〕 盲目照搬

照抄未必符合我国实际,尤其是在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
  

第三,综观域外,无论被告人最后陈述采取何种模式,各国和有关地区均是在被告人

最后陈述之后,紧接着进行法庭评议或者判决。 由此可知,最后陈述与裁判之间具有某种

密切关联。 也即,最后陈述可能会影响判决结论的形成,是判决形成之前不可或缺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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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因此,我们应重视被告人最后陈述在形成正确裁判结论中的价值功能。 这也证明

被告人最后陈述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直接关乎实体公正。 通过被告人最后陈述,可以促使

法官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从而作出妥适的判决。 有的案件在被告人陈述后不是进入合议

庭评议程序,而是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这是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
  

第四,既然我国刑事庭审结构是迈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那么庭审中就应贯彻控

辩平等原则。 可以考虑借鉴当事人主义国家的被告人最后陈述模式,赋予检察官最后陈

述权。 在奉行控辩对抗制的国家和地区,检察官被视为诉讼一方当事人,检察官也有最后

陈述权,这是贯彻控辩平等原则的体现。 同时,考虑到被告人因法律知识不足和表达能力

受限而陈述流于形式的问题,应当在最后陈述中加强辩护人的法律帮助义务,即辩护人在

检察官陈述后也可进行最后陈述。 被告人在辩护人陈述后仍可作补充陈述,在陈述中可

以对检察官的意见进行反驳。
  

第五,综观各国和各地区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大多附随于法庭辩论环节,构成法庭

辩论的内容,例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等。 也有少部分国家

采用我国的立法模式,在法庭辩论之外增设独立的“被告人最后陈述”程序,例如俄罗斯、
意大利等国家。 显然,前者陈述内容主要是补充新的辩护意见,后者则不限于此,包括法

庭调查中尚未提及的事实和意见。 从我国审判实践看,被告人最后陈述内容,大多属于辩

护范畴,实无将“被告人最后陈述”作为一个独立程序的必要,而应与域外接轨,将其归入

法庭辩论程序。 刑诉法修改作如此改造,有助于加强最后陈述权的保障。

五　 被告人最后陈述制度的完善
  

无论是我国刑诉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诉法适用的司法解释对被告人最后陈述

权的规定均相当简单,仅有 3 个条文。 制度不健全问题比较突出,导致实践中被告人行使

最后陈述权流于形式。 因此,关于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制度完善乃当务之急。

(一)充分保障被告人行使最后陈述权
  

一方面,法官应充分保障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行使。 针对实践中不少法官对被告人

陈述权利不够重视,让被告人简单说两句或者以提交书面陈述代替口头陈述的做法,应当

明确最后陈述的表达只能是以言词方式进行的口头陈述,而非提交书面材料。 如果被告

人事先准备了书面陈述材料,应允许被告人宣读书面陈述。 因为不少被告人文化程度较

低、语言表达能力欠缺,需要事前进行准备。 否则,被告人当庭临时准备可能抓不住重点、
逻辑混乱、表述不清。 此外,法官还应履行引导释明义务,告知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意义和

陈述的事项。 当被告人陈述时,除个别例外情形,法官不得打断被告人的陈述。 这也是贯

彻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对于被告人的最后陈述,一般不应作具体的时间限制,如果被

告人最后陈述没有违反法庭秩序或者有关规定,法庭不应制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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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律师应当帮助被告人正确行使最后陈述权。 最后陈述权属于被告人专属

的一项权利,律师不可代为行使。 但是,律师可以在事前进行必要的帮助,通过告知被告

人最后陈述的功能和价值以及最后陈述的内容,并告知被告人不应放弃,以此促使被告人

正确行使最后陈述权。 目前我国的法庭构造是被告人站在法庭中央孤零零接受审判,而
辩护律师则坐在法庭左侧的辩护席上,无法在庭审中与被告人进行秘密交流和辅导帮助。
笔者 2015 年曾出访法国,考察了法国的法庭设置,发现重罪案件的被告人被安排在法庭

左侧的一间玻璃屋当中,辩护人在玻璃屋之前紧靠而坐,并且玻璃屋中间开了两个小口,
目的在于庭审中被告人可以与律师进行沟通并传递文件。 这样的法庭设置可以有效保障

庭审中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利的实现。 因此,从长远看,我国的法庭设置也可以效仿法

国的做法,切实保障庭审中被告人与律师进行沟通交流的权利。 双方可以协调陈述立场,
统一陈述思路,律师可以告知被告人陈述重点,当陈述内容“跑题”时律师还可以进行提

示,当法官无理制止和打断时,律师还可以提出异议,等等。
有人主张由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代为行使最后陈述权。 笔者认为不妥,理由如下:一是

被告人是自己案件事实的最好辩护人。 被告人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缺陷等内容,
只有被告人自己更清楚,由辩护律师代替其陈述未必能产生较好的效果。 二是一些被告

人独知的事实,让辩护律师代为陈述未免强人所难。 三是认罪悔罪的主体是被告人,律师

不可代为表示。 法官通过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可以判定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大小,
从而适用正确的刑罚。 四是在域外一些国家,即使辩护人作了陈述,被告人仍可作最后陈

述。 由于我国的最后陈述系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而非法庭辩论的一项内容,自无辩护人

代理为之一说。

(二)建立明确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最后陈述规则
  

正是由于我国最后陈述规则的阙如才导致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和随心所欲,
被告人难以充分行使最后陈述权。 为此,需要从明确陈述方式、陈述内容、例外情形、提示

义务和时间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 其一,陈述方式。 应当明确陈述必须是口头的而非书

面的,那种限制被告人口头陈述时间,要求以提交书面陈述材料代替之的做法是歪曲了法

律本意的不正确做法。 最后陈述应以言词为表达方式。 反之,未以言词形式表达者,原则

上视同并未发生或并不存在。〔19〕 其二,陈述内容。 从域外看,陈述不仅仅是对庭审的感

受和对法官量刑的请求,更多是对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发表意见。 然而,实践中我国的

被告人最后陈述常常变成了“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和对法院判决有什么要求”这两

项内容。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258 条第 3 款规定:“即使辩护人已为被告发言,仍可询

问被告,是否自己要对该辩护进行补充陈述。”可见,德国的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是附随于

法庭辩论程序的。 “总结陈述权的目的是让诉讼参与者对于诉讼结果,就事实法律观点

提出其意见及申请。” 〔20〕 其三,例外情形。 所谓“例外情形”就是指法官应予制止或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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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钰雄著:《刑事诉讼法(下册 各论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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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情形。 域外大多限定为以下情形:一是不具有相关性,陈述内容与定罪量刑无关,存
在“跑题”“离题”的情形。 例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 293 条第 2 款规定:“法庭不得

对被告人最后陈述进行时间限制,但是,如果受审人叙述的情况与所审理的刑事案件无

关,审判长有权加以制止。” 〔21〕 二是明显重复。 如果反复重复之前陈述的内容,没有发表

新的意见,会被认为具有重复性。 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最后陈述”的国家和地区均禁

止重复性陈述。 三是有人身攻击性。 如果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对法庭组成人员、检察官

等人士进行侮辱、谩骂,法官应予制止。 四是涉及秘密和隐私的事项。 在公开的法庭上,
被告人不得作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陈述。 其四,提示义务。 如果被告

人欲放弃最后陈述权,法官应当及时提示最后陈述权的内容、法律意义和对实体的影响,
只有被告人在明智和理性的前提下才可以放弃行使。 如果法官没有履行提示义务,被告

人的放弃无效。 其五,保障制度。 一是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时间不应进行限制,只有时间和

机会得到保障,被告人才可以充分行使最后陈述权。 比如,在俄罗斯的庭审过程中,“受

审人进行最后陈述时不得向他提问,也不得打断他,受审人进行最后陈述没有时间限

制。” 〔22〕 二是保障集中连续的陈述。 当被告人最后陈述时,除非符合例外情形,被告人陈

述不被打断,也不能向其提出问题。 即使在最后陈述结束后,仍不应有法官进行提问或者

检察官进行反驳,以真正实现陈述的“最后性”。 三是异议制度的建立。 对于法官限制或

者剥夺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向法庭提出异议。 四是建立程序性

制裁机制。 对于打断或者限制被告人陈述时间和内容的,被告人可以诉讼权利受到侵害、
被告人未获得公正审判权为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对于最后陈述权受侵

害的,应当与辩护权受侵害一样视为同等性质的程序违法行为。

(三)规定未实现保障时的不利诉讼后果
  

经随机查阅 2017 年至 2023 年间共 530 份刑事一审判决书,无一份对被告人最后陈

述内容予以引用和评析。 被告人最后陈述若欲取得实质意义,仅有被告人陈述是不够的,
还必须有法官的认真听取和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回应和评析。 既然被告人陈述具有证据性

质,裁判者更应在判决书中对其合理性和是否采纳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论证。 如果被告

人在庭审中作了最后陈述,而判决书中却未对该陈述予以引用和分析,则应视为被告人未

曾进行过陈述。 被告人可以“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

判”为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可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如果有了这一规

定,就可以有效解决当前被告人最后陈述流于形式、不受重视的问题。 同时,也可规定保

障不力时的不利后果,如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作出的 N9-Ay
 

16-1C
上诉一案的发回重审裁定,理由是法院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阻止了被告人的最后陈

述;莫斯科市法院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作出的 N10-20196 / 2018 上诉裁定是撤销原判、发
回重审,理由是法官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进行了提问;萨哈共和国最高法律审判委员会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作出 N44-39 / 2018 撤销原判决裁定,理由是没有给被告人最后陈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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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新版)》,黄道秀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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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389 条之一第 2 款第 7 项的规定,剥夺被告人

最后陈述权是任何情况下撤销判决的根据。〔23〕 在德国,如果法庭没有保障被告人的最后

陈述权,则构成程序违法,被告人以此为理由提出法律审上诉通常都会成功。〔24〕 我国也

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类似条款。

(四)对自相矛盾陈述予以容忍
  

审判实践中,有一定比例出现被告人作自相矛盾的陈述事例的情况。 例如,被告人在

法庭辩论中作无罪辩护,但到了最后陈述时却作请求量刑从轻的陈述。 究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被告人良心发现,不再作无谓的辩解。 二是证据的压力。 刑事诉讼是

一个动态发展过程,随着控方对有罪证据尤其是定罪关键证据的出示,被告人觉得认罪还

可以从宽,顽抗到底可能会从严。 基于自身利益的计算,被告人在最后陈述时选择认罪,
以求从宽处罚。 三是基于无罪判决难以获得的现实考量。 选择认罪还可以获得较轻的刑

罚,甚至获得缓刑判决。 既然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内容可以自相矛盾,那么也允许最后陈

述与法庭辩论内容相冲突。 如此,既可以保障被告人充分陈述,也尊重了其意志自由,还
鼓励被告人积极认罪悔罪。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内容与法庭辩论内容发生矛盾时,应以最

后陈述内容为准。 因为,最后陈述具有最终确认功能,它既可以确认之前的内容,也可以

作出不一致的新的陈述。 如果我们承认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具有反悔权,在出现相反的矛

盾情况时,也需以最后陈述意见为准。 当然,法院应当查明陈述出现矛盾的原因。

六　 结 语
  

被告人作为法庭审判对象,被赋予最后陈述权是为了充分听取其意见和建议,是现代

诉讼程序巩固其主体地位的体现,也是有效参与原则的程序正义之反映。 之所以刑事诉

讼法赋予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无论在诉讼权利、诉讼手段和

机会上都无法与强大的控方相匹敌。 该权利的赋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控辩失衡的

格局。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重视不足、保障不力,导致该权利的行使

流于形式。 然而,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最后陈述完毕,法庭审理即进入评议

环节,这就使最后陈述与裁判结论形成因果关系,能够通过最后陈述对裁判结论施加积极

影响。 此时,裁判者的印象更加深刻,“心证”更加清晰。 因此,需要重视并充分保障被告

人最后陈述权。 既然最后陈述大多是辩护内容,在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将“最

后陈述”不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而是纳入法庭辩论阶段。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职务犯

罪治理的诉讼法制应对研究”(22JJD82002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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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anteeing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
 

Final
 

Statement
in

 

Criminal
 

Procedure
[Abstract]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
 

final
 

statement
 

is
 

an
 

independent
 

litigation
 

right
 

different
 

from
 

the
 

right
 

of
 

defense
 

in
 

nature
 

and
 

belongs
 

to
 

the
 

content
 

of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hearing.
 

It
 

requires
 

not
 

only
 

that
 

the
 

defendant
 

is
 

able
 

to
 

make
 

a
 

full
 

statement
 

but
 

also
 

that
 

the
 

judge
 

carefully
 

listens
 

to
 

his
 

statement
 

and
 

responds
 

to
 

it
 

in
 

the
 

judgment
 

document.
 

This
 

right
 

has
 

six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finality,
 

independence,
 

comprehensiveness,
 

irreplaceabili-
ty,

 

irreducibility,
 

and
 

finality.
 

Its
 

function
 

has
 

five
 

aspects:
 

opinion
 

supplementation,
 

proce-
dure

 

initiation,
 

emphasis
 

on
 

the
 

main
 

point,
 

attitude
 

confirmation,
 

and
 

influence
 

on
 

judgment.
 

The
 

core
 

function
 

of
 

the
 

final
 

statement
 

is
 

to
 

make
 

a
 

judgment
 

request
 

to
 

the
 

judge,
 

thereby
 

af-
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judgment
 

conclusion.
 

Observed
 

from
 

the
 

evidence
 

law
 

perspective,
 

defendants’
 

statem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tatement
 

of
 

repentance,
 

statement
 

of
 

innocence
 

or
 

pettiness
 

of
 

the
 

crime,
 

and
 

statement
 

of
 

extraterritorial
 

character
 

evidence
 

-
 

all
 

of
 

which
 

have
 

a
 

certain
 

evidence
 

law
 

significance.
 

The
 

defendant’s
 

final
 

statement
 

has
 

a
 

strong
 

color
 

of
 

formality
 

in
 

Chinese
 

practice.
 

Judges
 

do
 

not
 

attach
 

enough
 

importance
 

to
 

its
 

value:
 

lim-
iting

 

speech
 

time,
 

arbitrarily
 

interrupting
 

the
 

defendant’ s
 

statement,
 

and
 

requiring
 

written
 

statements
 

to
 

replace
 

oral
 

statements
 

are
 

common
 

phenomena.
 

The
 

content
 

of
 

the
 

final
 

statement
 

is
 

rarely
 

touched
 

upon
 

in
 

the
 

judgment
 

document.
 

The
 

causes
 

of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defend-
ant's

 

final
 

statement
 

include:
 

firstly,
 

defendants
 

lack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final
 

statement
 

right;
 

secondly,
 

judges
 

have
 

an
 

in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make
 

a
 

final
 

statement;
 

thirdly,
 

court
 

trial
 

has
 

not
 

yet
 

been
 

substantial-
ized;

 

fourthly,
 

there
 

are
 

no
 

rules
 

on
 

the
 

final
 

statement;
 

and
 

fifthly,
 

the
 

defendant’s
 

statement
 

usually
 

lacks
 

evidential
 

validity.
 

Final
 

statements
 

by
 

defendants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take
 

three
 

forms:
 

an
 

independent
 

statement
 

by
 

the
 

defendant,
 

a
 

joint
 

statement
 

by
 

the
 

defense
 

coun-
sel

 

and
 

the
 

defendant,
 

and
 

equal
 

statements
 

by
 

the
 

prosecutor,
 

the
 

defense
 

counsel,
 

and
 

the
 

de-
fendant.

 

The
 

defendant’s
 

final
 

statemen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urt
 

debate
 

procedure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o
 

that
 

the
 

defendant
 

has
 

the
 

opportu-
nity

 

to
 

make
 

a
 

final
 

statement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urt
 

debate.
 

Both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 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ve
 

relatively
 

simple
 

provisions
 

on
 

the
 

defendant’ s
 

right
 

to
 

a
 

final
 

statement,
 

with
 

a
 

total
 

of
 

only
 

three
 

articles.
 

Because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
 

of
 

an
 

imperfect
 

system,
 

the
 

defendant’s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a
 

final
 

statement
 

has
 

become
 

a
 

mere
 

formality
 

in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the
 

defendant’s
 

final
 

statement.

(责任编辑: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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